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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转化、利益竞争与集体资产分配政策演化

———“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的视角

金文龙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关键是确定集体成员边界。 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的视角下，
分析 Ｎ 村集体资产分配的身份利益体系演化过程，发现集体成员权纠纷是以身份为基础的利益博弈

过程。 与纯粹的利益博弈不同，以身份为基础的利益博弈表现为“利益－规范”双重博弈，行动者既需

要在利益层面达成博弈均衡，又需要在社会规范层面达成博弈均衡。 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过程

中，行动者试图在利益的基础上引入对自己更有利的社会规范，以约束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选择，提高

自身博弈地位。 这也决定了“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均衡具有不稳定性的特征。 集体资产分配中的身

份利益体系演化正是“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均衡动态演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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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已成为中国改革的共识，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成为现阶

段发展的必然要求。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

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我国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的一次重要革新，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对集体产权界定的讨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方向：一是在西方产权经济学的概念框

架之下，讨论不同的产权形态及其变革所引发的后果，集体产权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

系 ［１］ ，同时强调我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引入市场逻辑，推动农村集体产权特别是土地资源朝

私有化方向发展 ［２］ 。 二是围绕产权的实践逻辑展开，并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权的社会视

角” ［３］ 。 学者注意到集体产权的界定受到诸多社会逻辑的引导，如生存权优先原则 ［４］ 、“划地为

界”原则 ［５］ 、村籍原则 ［６］ 、“谁投资谁受益”原则 ［７］ 以及成员权原则 ［５］ 等。 不同于西方私有产权

理论所刻画的单维度世界，现实中的产权形态更为复杂多样，如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就是一

种典型的社区产权制度 ［８］ ，最大限度地保障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是其首要功能 ［９］ 。
而围绕着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工作，学者们讨论了集体股、个人股 ［１０］ 等股份的设置问题，并

认为确定成员边界是折股量化工作的关键 ［１１］ 。 成员权的解释路径对理解我国农村集体资产分

配的社会逻辑极具启发性，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首先，成员权由身份与权利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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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权利依附于身份。 在社会学家看来，权利不仅来源于国家法律，也可能来源于社会认

可 ［１２］ 。 因而，成员权应是那些已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利益体系，涉及两个层面：个体身份的社会

认可及与身份对应特定利益的认可。 但现实中仍然存在大量不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利益体系，并
不能被“成员权”所概括①，这也是集体产权纠纷的重要来源。 其次，“成员权均等”的理论命题

混淆了竞争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的差别。 现有研究倾向于认为集体成员分享集体资产的结果

均等，却忽略了集体内部依据身份所建构的不平等。 有学者发现，即使在集体内部，同样存在以

身份为基础的不平等 ［１３］ ，也就是说“成员权均等”只能说是竞争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
要超越对集体成员权的认识，只有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对集体资产股

份合作制改革中形形色色的身份认定与纠纷进行合理的解释②。 这需要研究者在理论层面对

“成员权”的概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讨论身份与利益的复杂关系以及行动者在身份基础上的

利益博弈过程。 本研究将利用刘世定等 ［１４］ 提出的“利益－规范”双重博弈框架对集体资产界定

过程中的成员边界以及集体资产分配政策的演化进行重新解释，认为集体成员权纠纷是基于身

份的利益博弈过程，它表现为“利益－规范”双重博弈。 基于身份的“利益－规范”双重博弈不同

于单纯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其不仅需要行动者在利益层面上达成博弈均衡，而且需要行动者在

社会规范层面达成博弈均衡。 集体资产分配政策的演化过程正是“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的动

态演化过程。

二、身份权利特征

现代产权理论模型中的行动者是高度抽象化的个体，个人权利来源于平等主体间的自由契

约。 但现实中并非所有权利都来源于自由契约，如身份权利。 身份是个体在社会网络或者结构

中的位置，是一种附着权利和责任的社会地位 ［１５］ ，身份所决定的权利并非某种特定的权利，而
是与身份相关的一束权利。 任何跟身份相关的权利，都可能依据该身份而界定。 可见身份与契

约是现代社会中两种最基本的权利来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分配机制。 身份权利具有以下

特征。
第一，身份是由组织或者群体赋予个体的一种社会符号，个体通过组织或者群体所赋予的

身份与社会取得联系。 从家庭、家族到国家，组织依据一定的规则赋予特定个人进入该组织的

资格。 个人通过完成组织所要求的义务，换取组织的身份、利益与庇护。 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身

份所依赖的组织扮演着资源再分配者的角色。 如在我国单位制时期，单位是国家控制个体、实
现再分配的工具 ［１６］ ，个体因此获得社会地位和利益保护。

第二，“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特征。 在契约权利的模式下，个体之间是平等的关系，通过利

益上的讨价还价实现包括财产权利在内的权利分配。 但是身份权利的分配不仅需要在利益层

面讨价还价，而且需要在规范层面获得社会认可，因此身份权利涉及个体利益与社会规范两个

不同层面的博弈。 社会规范是调节身份权利分配的主要依据。 身份尽管具有自我认同的意涵，
但也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可包括对个体身份的社会认可以及对身份对应的特定利益的

认可。
第三，基于群体的排他特征。 由于公共资源的稀缺性，身份遵循着有限供给的原则，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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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定认为，产权是一种已经获得社会认可的占有状态，但是并非所有的占有状态都得到了社会认可。 在未获得其

他社会成员认可的情况下，某个社会成员认为自己拥有产权是没有意义的。 参见：刘世定的《经济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１１－３１７ 页。

有关身份认定的讨论，可参考：刘玉照，金文龙的《集体资产分割中的多重逻辑———中国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造与“村改

居”实践》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



身份的价值。 在群体中，某些身份是共享的，拥有共同身份的人构成了产权排他的主体，由此形

成了身份权利的排他。 这种排他不同于私有产权的排他性，它是基于群体或组织的排他，即群

内共享、群外排他。 因为身份产权的排他性仅仅是针对非“我群”而言，对群内人则无法完全排

他。 从契约权利的角度看，身份权利是一种残缺产权或者模糊产权。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契约权利与身份权利的差异，来说明身份权利的特征（表 １） 。

表 １　 契约权利与身份权利的比较

类别 契约权利 身份权利

参与者 抽象个体 具体个体

赋权来源 自由契约 社会身份

竞争目标 参与交易的机会 特权身份

引导机制 价格机制 合法性机制

竞争原则 平等主义 特殊主义

　 　 在契约权利中，契约双方是无背景的个体。 契约双方也无须考虑对方背景，也无法根据背

景获得交易的特权。 契约关系形成后，依据契约内容获得双边认同的权利。 因此，契约权利来

源于双方的自由契约，竞争目标是参与交易的机会①。 与契约权利不同，身份权利中的个体是具

体化、异质化的个体。 群体、组织内的权利竞争首先是对身份的竞争，对进入群体、组织资格的

竞争。 个体要获得某项权利，首先要证明他是该群体的一员，他有参与权利分配的资格。 权利

来源于个体的社会身份，竞争的目标是“特权”机会。 在契约权利中，双方通过讨价还价来决定

权利的分配，权利分配受到价格机制的引导。 但与市场中的商品不同，身份并非“明码标价”而

“价高者得” ，权利竞争依身份展开，只有得到社会认可的身份，权利的获得才具有合法性。 因

而不是价格机制而是合法性机制引导个体之间进行身份竞争。 在竞争原则上，身份权利遵循的

不是普遍的平等主义原则，而是特殊主义原则。 这种特殊主义原则一方面表现为身份权利的不

平等，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共同体内部弱势群体的保护。 如在集体内部分配土地时，有的地方按

照成年人一半的份额给未成年人分配土地。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身份权利的静态特征：依身定份。 “依身”强调的是个体在群体或

组织中的位置，“定份”强调的是利益分配的多寡。 个体带着各自的身份展开竞争，竞争的直接

目标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身份位阶，再凭借身份位阶得到所需的稀缺资源。 身份权利竞争的结果

是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权利的不平等配置。

三、身份权利竞争中的“利益－规范”双重博弈

“利益－规范”双重博弈既关注个体间的利益互动，又关注个体间的规范互动 ［１４］ ，本研究所

关心的身份权利竞争是非常典型的“利益－规范”双重博弈。 利益博弈指博弈参与者为了自身

利益而选择相应的互动策略；规范博弈指各方以各自声称的规范来约束其他博弈方（包括自

身） ，以提高自己的谈判地位。 各方在利益博弈时可能会策略性地运用相应社会规范，争取博弈

优势 ［１７］ 。
如果在参与者之间只有唯一的社会规范，拥有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只能使用同一标准来表

述自己的利益，其利益的正当性也受到同一标准的约束 ［１８－１９］ ，此时社会规范是行动者互动的一

个框架，任何参与者都不能利用这个社会规范提高自己的谈判地位 ［１７］ 。 但是在多重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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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身份权利竞争的讨论也可参考：曹正汉，李国武，刘世定的《身份权利及其竞争———制约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一

种机制及其实证检验》 ，《第十一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汇编（下） 》 ，福建福州，２０１１ 年，第 ７５－８５ 页。



的条件下，个体会“发明” 、选择那些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社会规范，同时将那些最有利于自己的

规范披上“公平”的外衣，以使符合自己利益的规范具有道德上的优势。 因而“利益－规范”双重

博弈与单纯的利益博弈不同，参与互动的当事者都要准备接受“公平”所蕴含的社会规范的约

束，甚至准备接受虽损害其利益但更有道德感召力和逻辑说服力的那种“公平”规范的约束。
我们用图 １ 对身份权利竞争中的“利益－规范”双重博弈进行简单的说明。

图 １　 身份权利竞争中的规范－利益博弈

假定有两种方案，如果执行方案 １，那么甲、乙各自的收益为 ７ 与 ３；如果执行方案 ２，那么

甲、乙各自的收益为 ３ 与 ７。 因此方案 １ 对甲更有利，方案 ２ 对乙更有利。 甲、乙在利益博弈上

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甲会引入支持方案 １ 的社会规范 Ａ，如果乙无法拒绝社会规范 Ａ，那么

相对有利于甲而不利于乙的方案 １ 将会得到执行；乙也可能会引入社会规范 Ｂ 来支持自己的利

益。 此时，博弈已经从单纯利益上的讨价还价演变成为社会规范层面的博弈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规范 Ｂ 的引入，甲的策略可能有 ３ 种：（１）甲对乙所引入的社会规

范 Ｂ 完全不认同，那么甲依然会选择方案 １，甲、乙之间的博弈继续。 （ ２）甲无法拒绝社会规范

Ｂ，此时甲会放弃方案 １，接受方案 ２，甲获得收益 ３，乙获得收益 ７。 （３）社会规范 Ｂ 只得到甲有

限认同或者为了与乙达成合作，甲可能对乙作出一定的让步，提出新的方案 ３。 在甲提出妥协

方案 ３ 后，乙如果接受妥协方案 ３，甲、乙各自的收益为 ６ 与 ４；如果妥协方案 ３ 依然没有使乙满

意，博弈继续。
在上述例子中，将最后的妥协方案 ３ 的收益定为（６，４） ，主要是为了说明“利益－规范”双重

博弈均衡蕴含着不稳定的特性。 因为甲、乙最初争取的收益为 ７，但是为了合作的收益（因为不

合作时，双方的收益为 ０） ，甲、乙都接受了相对于自身而言的非最优方案。 也就是说，身份竞争

最后形成的均衡并不必然意味着双方都认同最后的方案。 行动者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如
时间条件的约束等，不得不接受新的身份体系，这也为下一阶段的博弈埋下伏笔：当外在条件发

生变化时，潜在的不认同就会变成公开的反对，这也是身份权利演化的逻辑。
借鉴严俊、林伟挚的思路 ［２０］ ，本研究将身份权利的演化机制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利益

竞争推动身份规则变动（图 ２） ，以及身份规则推动利益竞争变动（图 ３） 。

图 ２　 利益竞争推动身份规则变动
　 　 　 　

图 ３　 身份规则推动利益竞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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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世定对调动第三方力量的规范博弈过程的描述是本文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而更具体、更深入的分析可参见：刘世定

的《经济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４２－２４７ 页。



图 ２ 中，在初始均衡的位置上，代表身份规则的 Ｓ１ 与代表利益分配的 Ｌ１ 是高度统一的状

态。 当利益的变动速率高于身份规则变动的速率，身份利益体系就进入错位期。 行动者会开始

探索新的身份规则以适应不断变动的利益，从而在 Ｓ２－Ｌ２ 位置上实现新的“利益－规范”双重均

衡。 与图 ２ 相反，图 ３ 中的身份规则推动利益竞争模式首先变动的是身份规则，进入错位期后，
行动者开始探索新的利益分配方式以适应身份规则的变动，从而在 Ｓ２－Ｌ２ 的位置上实现新的

均衡。
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早期的身份权利竞争更多是利益竞争推动身份规则的变动，后期国家

塑造了新的身份体系，此时，身份权利竞争更多是身份规则推动利益竞争。 在“利益－规范”双

重博弈中，行动者的互动逻辑、策略对新均衡的位置与特征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行动者的互

动逻辑、策略对理解集体产权的身份纠纷与处置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所关心的正是个体在身

份权利竞争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互动逻辑与策略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利益体系演化。

四、案例简介

本研究的案例 Ｎ 村位于浙江省，数据来源于作者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的团队实地调研

与个人走访，以及对 Ｎ 村工作人员的电话访谈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Ｎ 村拥有土地总量超过

６００ 亩（含耕地 ５３４ 亩以及水渠、沟道等） 。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Ｎ 村相继被征收了 ５１０
亩土地，所获的近 １００ 万元补偿款全部分配给了被征地农户，被征地农户同时获得在企业工作

的机会（Ｎ 村称这部分人为“土地工” ） 。
１９９５ 年 Ｓ 当选为 Ｎ 村支部书记。 Ｓ 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地方农民开办步行街的报道后，也想

利用剩下的近 １００ 亩土地开发步行街。 Ｓ 将步行街的规划方案递交给县政府，但因土地性质的

缘故，县政府不允许由 Ｎ 村来办步行街，只能由政府出面来办。 最后双方协商的结果是：Ｎ 村出

５０ 多亩土地，先由县政府出面办步行街，再分给 Ｎ 村 ８０ 块地基。 Ｓ 原本想将这 ８０ 块地基平均

分配给农户，但当时 Ｎ 村有 ３００ 家农户，无法均分到户，于是将这 ８０ 块地基拍卖，共获 １３５０
万元。

１９８７ 年，浙江省明确了征地补偿款不得全部私分给农民，而要交由村集体用以发展集体经

济。 于是，Ｓ 将 ７００ 多万元分配给村民，剩下的 ６００ 多万元归入村集体资产。 对这 ６００ 多万元作

何用途，村民与 Ｓ 出现了分歧。 村民想把剩下的 ６００ 多万元也全部分掉，但是 Ｓ 想利用这笔资

金在 Ｎ 村的留用地上投资开发商厦。 最终，Ｓ 顶住了来自村民的压力，成功地将商厦盖了起来。
该商厦于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开业，开业的第一年就获 ４２０ 多万元的租金收入。 随后，Ｓ 继续带领

Ｎ 村投资兴办商城、超市、海鲜美食城、娱乐城等三产实体。 ２０１３ 年，Ｎ 村共有商业用房 ３ 万平

方米，村集体固定资产 ５ 亿元，集体年收入 １５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７ 年，也就是 Ｎ 村集体经济兴起的第二年，Ｓ 开始将集体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福利分配，最

初的分配对象只包括 Ｎ 村没有被招工的成年劳动力，Ｎ 村称这部分人为“社员” ，共计 １００ 人左

右，其中男性社员 ５０００ 元 ／月，女性社员 ２５００ 元 ／月。
后期，由于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原来安排招工的企业纷纷以买断工龄的形式“清退”了

土地工。 土地工不断上访，要求重新回到村里，但是遭到社员的集体反对。 因县政府、镇政府不

断做工作，土地工最终被 Ｎ 村接纳，人数大约为 ２５０ 人。 在这批土地工成功“回到”Ｎ 村后，Ｎ 村

那些购买城镇户口的农转非群体也开始不断上访，最终也被 Ｎ 村接纳，人数约 ５０ 人。 土地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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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案例村的情况还可参考：边望之的《个人权威与村落产权的构建———基于宁波市 Ｎ 村的研究》 ，《社会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金文龙的《土地产权观念与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改居”过程中集体资产处置办法的考察》 ，《华中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农转非群体在 Ｎ 村被称为“村民” ，共计 ３００ 人左右，自 ２０１３ 年享受 １０００ 元 ／月的集体资产

分配。
可以看到，随着集体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及身份相对价值的变化，Ｎ 村实现了内部身份利

益体系的重构与演化。 为方便理解，这里列举 Ｎ 村后期矛盾比较大的三类人群（表 ２） 。
表 ２　 Ｎ 村部分人员身份类型、特征与分配标准

身份 特征 待遇

社员 出生在 Ｎ 村，一直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被招过工（约 １００ 人） ５０００ 元 ／ 月（女社员 ２５００ 元 ／ 月）

村民
土地工：土地“带走” （被征收） 、户口仍留在村里（约 ２５０ 人）

农转非群体：土地留在村里、户口带走（约 ５０ 人）
１０００ 元 ／ 月

出嫁女及其子女 已经出嫁但户口仍在 Ｎ 村 出嫁女 ９００ 元 ／ 月（子女无分配）

　 　 当时被招工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因此社员年龄都相对较大。 近些年来，很多社员陆续去

世，因此，无论是在年龄还是在能力方面，村民都占优势。 同时，周边很多社区都在推行集体资

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村民开始对差异较大的分配方案提出质疑，并要求根据股份合作制改革的

规定重新调整集体资产分配方案。 除了“社员”与“村民”的矛盾，部分户口仍然在 Ｎ 村的外嫁

女也是 Ｎ 村矛盾的焦点之一。
Ｎ 村所在的县自 ２０１４ 年就开始了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到 ２０１６ 年，全县 ４９７ 个

村完成了股改，完成率达 ９８．２％，Ｎ 村属于剩下的 １．８％的难点村之一。 由于利益巨大，内部矛

盾突出，时至 ２０２０ 年，Ｎ 村也没有完成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五、身份权利与集体资产分配政策演变

Ｎ 村集体资产分配政策演变是一个以身份为基础的演化过程。 为方便后续的分析，本研究

将这个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前分配阶段（ １９８１—１９９７ 年） 、自发演化阶段（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４ 年）以及矛盾激化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今） 。 以下将分析不同阶段行动者是如何以身份为核心

来建构竞争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推动集体资产分配政策演变的。
（一）前分配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９７ 年） ：初始均衡

Ｎ 村在 １９８１ 年已经完成分田到户。 此时计划经济时期所保留的身份治理体制仍然有序运

作，全国大体上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身份治理系统———城市与农村。 户籍管理制度在城乡之间筑

造了严格的身份边界，跨越身份边界流动只有升学、参军转业与征地招工等少数几个渠道。 特

别是在 １９８０ 年代初期，通过征地招工，不但可以将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而且有进入企业工作

的机会，因此征地招工的名额特别珍贵。 据我们调查了解，在 １９８７ 年以前，Ｎ 村采取的方式是

将征地招工的名额交给被征地的农户自行分配，因此土地工基本上都是家庭中的年轻人，征地

补偿款也全部补偿给被征地的农户。 从表面上看，这是农民土地权利与非农就业权利之间的转

化 ［７］ ；从深层来看，却是个体实现了从农民身份向工人身份的转化，实现了不同身份治理系统之

间的跨越。
如果按照 １９８７ 年前的逻辑发展，Ｎ 村可能会面临解体的风险。 但是 １９８７ 年浙江省规定原

有的集体所有的财产和所得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与有关乡（镇）村

４８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商定处理，用于发展生产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不得私分或移作他用①。 因此，地基拍卖

款中的 ６００ 多万元变成了 Ｎ 村内部重新组织的原始资金投入。 同时，１９９２ 年通过的《浙江省村

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 ，从组织层面上阻止了 Ｎ 村的解体。 再加上 Ｓ 的经营眼光与魄力，Ｎ 村实

现了身份利益体系的重构。
整体而言，这个阶段 Ｎ 村内部的身份利益体系还处于身份－利益的初始均衡阶段，有关身份

认定的争议并不是焦点，但是这个阶段是后期诸多纠纷与争议的源头。 尽管土地工已经“带走

了土地” ，不再是 Ｎ 村的社员，但是其在村落共同体逻辑之下的村籍并没有因此而丧失。 可见，
当时社员身份与村籍身份已经不再同构，但是这种不同构尚不能引发 Ｎ 村内部的纠纷与矛盾。

（二）自发演化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年） ：身份相对价值的变化

Ｎ 村在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后的第二年开始在社员内部进行集体资产分配。 这是 Ｎ 村集体

产权演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也正是在这期间，很多乡镇企业、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职工开

始下岗分流，征地招工人员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清退、“买断”的对象。 身份相对价值的变化，造
成了身份规则与利益分配高度错位。 土地工发现他们原来主动放弃的农民身份价值越来越高，
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努力争取、现在却逐渐贬值的土地工身份，有些村庄的农民收益甚至已经

远远高于一个正式城镇职工身份所能带来的收益，因此土地工要求重新确认其身份。
身份相对价值的变化成为这部分人员重新要回村籍身份、享受 Ｎ 村集体资产福利分配的动

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 他们对原有身份的追索为何会成功？ 这里简要分析他们所声

张的逻辑。
首先，共同体逻辑。 土地工与 Ｎ 村有多重身份联系，其父母基本都是村里的社员，从村落共

同体的角度而言，他们是村落共同体的一员。 村落共同体是身份治理的一种形式，身份界定的

依据是无法被彻底分割的血缘关系。 尽管 １９９２ 年 Ｎ 村被改造成为具有多重属性的村级经济合

作社，但是其母体仍然是村落共同体 ［７］ 。 也就是说，身份治理的组织基础不仅是具有政治、经济

属性的经济合作社，也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村落共同体。 当这批土地工游离于城乡二元身份治理

体制之外时，村落共同体是最有可能接纳他们的组织。 在村落共同体的语境之下，身份权利包

含了嵌入共同体社会关系网络的“人权” ［７］ ，而多重身份使个体无法完全与原有的组织或者群

体彻底分割。 也就是，尽管户口或者土地已经被土地工“带走” ，但是其身份的转化是不彻底

的，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够“重回”Ｎ 村的重要条件。
其次，土地私有逻辑。 １９９５ 年 Ｎ 村留用地开发所获得的 １３５０ 万元，法律已经明确要求不

得私分，Ｓ 也想利用这部分钱去发展集体经济，但是包括社员在内的其他人则认为土地已经承

包到户，是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 ［２１］ ，这笔钱应该全部分配到人。 后来只有 ７００ 多万元分配到

人，还有 ６００ 多万元的“私产”留在村集体。 土地工认为留在村集体的“私产”是他们对 Ｎ 村发

展的原始投入 ［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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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８４ 年经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城乡建设用地管理办法（修正） 》第十

一条规定如下：“被征地单位收取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由集体用于发展生产、安排因土地被征用而出现的多余劳动力

的就业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不得列入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或移作他用。 土地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农业银行负

责监督。”该管理办法于 １９８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被废止。 新的《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第二十六条规定如下：“被征地单位收

取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由被征地单位用于发展生产、安排因土地被征用而出现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和不能就业人员

的生活补助，不得私分或移作他用。 土地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银行负责监督。”可以看到，有关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

助费分配方式的表述有了明显的变化，从“不得列入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明确地转变成为“不得私分” 。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２９ 日经

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

办法〉的决定》对此修改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支付的各项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除被征用土地上属个人的附着物和青苗补

偿费付给本人外，由被征地单位用于发展生产和安排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
不得私分或者移作他用。 各项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使用，由土地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监督。”这更加明确了土

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在集体与个人间的分配方式。



最后，国家责任逻辑。 土地工在下岗后，很多人境遇不佳，成了非农非城的失业群体，成为

上访的主要群体。 他们上访的理由并不复杂。 他们认为自己下岗、失业不是自身的选择造成

的，而是由国家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 国家政策的变化让他们的生活境遇发生变化，而他们也

是主动响应、配合国家政策，因此国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于征地招工人员人数较多，地方

政府最后将压力传递给了 Ｎ 村。 政府的出场说明，尽管国家不直接获取集体资产的收益，但是

国家是一个在场的主体，它的行为能够影响到最后的产权格局。 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使 Ｓ 最后

不得不接过政府的包袱。 对此 Ｓ 说：
当时（社员）会有点想法，后来（我们）就做工作。 那时他们下岗了，土地带去了，分

给他们，农民就不理解：你工作了、土地带去了，应该是没有享受的 ． ． ． ． ． ．他们去政府门

口闹 ． ． ． ． ． ．当时我们也是承担政府的包袱，政府就是采取“谁家孩子谁抱走”的态度。
（２０１３ＮＭＳ）
以上三点是当时土地工要回“身份”的合法性宣称。 他们引入共同体逻辑、土地私有逻辑以

及国家责任逻辑，证明“于情于理”他们仍然具有 Ｎ 村“合法”的身份，应该享受村里的福利。
然而，从博弈的另一方看，“事实”并非如此。 按照社员以及 Ｓ 的理解，这批土地工的土地

“带走了” ，也就是以基于身份的土地权利交换了在企业中的就业权，他们不应再回来享受村里

的分配。
当时老百姓反应很强烈的，土地带走的，你没有贡献，村里还要给你分一个饭碗吃

饭，说实话是不应该分的……（２０１３ＮＭＳ）
从这些访谈中可以看到，社员们是反对这批人“回来”的，认为他们对 Ｎ 村没有贡献，却还

要“照顾他们生活” ，这对社员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是最后社员做出了让步，其理由是“分一个

饭碗吃饭” ，是生存权优先的逻辑。

图 ４　 社员与村民的合法性声称与双边认同逻辑

通过图 ４ 我们看到，双方规范博弈的结果是社员承认生存权优先逻辑，土地工承认社员提

出的贡献逻辑。 从最后形成的集体资产分配方案中可以看到，在生存权优先的基础上，土地工

重新获得了村民身份，２０１３ 年每人分配 １０００ 元 ／月，待遇不分男女。 社员们则依据贡献逻辑获

得了最多的福利分配。 在 ２０１３ 年男社员分配金额是每人 ５０００ 元 ／月，女社员分配金额是男社

员的一半，每人 ２５００ 元 ／月。 方案还对其他群体的分配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其呈现的绝非是一

种平均主义的逻辑，而是遵循一定的身份规则所建构起的不平等身份利益体系。
这是一种双边妥协的结果，“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在此达成了均衡。 后面我们会看到，并

非所有参与者都认可该方案的公平性，但是参与者最后都不得不接受该方案，因而它内在地蕴

含着演化的可能性。 如社员对土地工生存权虽然不认同但无法拒绝 ［３］ ，而重新“回到”村里的

土地工也并不认为 Ｎ 村的发展是社员艰苦创业的结果。 如果没有一个公认的社会规范，那么各

方都会根据自身的利益与当时的形势进行权衡。 当维持当前身份利益体系的力量发生变化，博
弈的参与方发现有可进一步争取的利益空间时，新一轮的身份竞争又会开始。

（三）矛盾显化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今） ：国家政策调整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Ｎ 村所在的县开始推行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原来的村级经济合作

社改造成社区股份合作社，Ｎ 村在前一阶段形成的分配方案需要进行调整。 改革的整体基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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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固化，权随人走” ，因此很多人都跃跃欲试。 如果说在前一阶段，启动身份竞争的是身份

价值的相对变化，那么这个阶段启动身份竞争的则是在新的规则之下对身份价值的预期。 身份

及其附着的财产权利再一次成为 Ｎ 村的焦点问题。 经过一番梳理，Ｎ 村一共梳理出 ２７ 种不同

的身份类型。
自发的集体资产分配规则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同其合理性，但是生存权逻辑也是社员们

无法拒绝的，因此各参与主体在相互制约的条件下不得不接受该方案。 而这正在发生着微妙的

变化。 Ｎ 村发展起来以后，Ｓ 在村内的权威也大大提高。 Ｓ 经营集体土地，带领村民艰苦创业，
发展集体经济的事迹也被当地媒体争相报道。 笔者在后期调研时询问过村民对这段历史的看

法，部分村民私下里认为：
不存在什么创业，元老们其实没有什么创业。 当初闹要分钱（征地补偿款）的也有

那些元老，主要还是老书记抓住了机会，现在要因为这个就多给他们福利，我觉得也不

公平。 这 个 钱 还 是 从 地 上 来 的， 但 是 那 些 地 也 都 是 村 里 的， 我 们 也 是 有 份 的。
（２０１６ＮＭＣＭ）
从这里可以看到，村民对社员所提出的贡献逻辑是持保留态度的。 在自发演化阶段，土地

工的目标是拿回他们放弃的身份，社员与土地工的最大公约数是土地工的生存权。 当国家要进

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时候，土地工并不满足于建构生存权基础上的村民身份，又重新将当年的

土地私有逻辑推到前台，以质疑当前身份利益体系的合法性。
当时我们很多人被企业买断了，没有工作，客观讲确实是村里收留了我们。 但是现

在不一样啊，听已经改的村的人说，身份固化后就不再调整了，按照目前村里的标准，我
们比元老们要少很多，很多不是村里的人也都享受了，以后肯定不行。 （２０１９ＮＭＱＬＺ）
村民承认当初是村里“收留”了他们，因此他们暂时可以接受目前的福利。 但是他们认为社

员与村民的利益分配差异过大，而且部分非本村人也享受了福利（主要指外嫁女） ，对他们来说

是不公平的。 村民能够预见的是，一旦身份权利被固化，那么未来就可能不会再进行调整。 并

且这种固化并非按照既有的分配方案进行，而是按照国家所认定的“户口＋农龄＋土地”的原则

重新建立新的身份利益体系，但最终的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 村民的目标已经从过去的“拿

回”身份过渡到现在的争取更高的利益。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村民并不会公开表达他们对目前

身份利益体系的不满，而更多是在私下场合讨论。 可见这种挑战目前也还是处于“暗流涌动”
的阶段，但这表明在 “利益 －规范” 双重博弈中博弈参与者已经初步产生了偏离既有均衡的

动力。
在社员方面，他们年龄都比较大，很多社员已经去世。 已经去世的社员的股权问题也是争

论的焦点。 ２０１４ 年，Ｎ 村经济合作社准备给那些已经去世的社员的家属每年补贴 ２０００ 元，但
该笔经费当年发放后，随即遭到村民的反对，非社员不断向街道反映，最后不再发放。

除村民外，那些户籍依然在 Ｎ 村的外嫁女群体也尝试着对现有身份利益体系进行挑战。 在

现有的分配中，外嫁女每月可获得 ９００ 元的分配，其子女即使户籍在村里，也不能享受村里的分

配。 与村民更多在私底下议论不同，外嫁女公开表达她们“同籍同权”的诉求。 她们认为，她们

的待遇应该与本村其他的征地招工人员相同，但实际上比村民每月少 １００ 元，她们的子女也没

有享受 Ｎ 村的任何福利。 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不仅包括每个月固定的分配，还包括其

他的一些权利。 笔者在深圳调研时，一位专门负责外嫁女维权问题的知情人说道：
成为经济合作社的社员，拥有社员证，你拥有的可不仅仅是每个月的股份分配，而

是在村里享有宅基地的权利、享有拆迁安置时多几套房子的事情。 如果你不是社员，
你的房子就是违章建筑。 股份分红跟房子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２０１４ＳＺＹ）
尽管深圳地区跟 Ｎ 村所在的地区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身份权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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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某种特定的权利 ［２３］ ，而是一束权利。 如果失去这次身份固化的机会，外嫁女就可能丧失更

多利益。 当然外嫁女的诉求并没有得到 Ｎ 村其他人的认同。 这方面社员与村民的立场是一致

的，他们认为虽然外嫁女户口没有迁出 Ｎ 村，但是她们已经出嫁，不再是 Ｎ 村的人，不能给她们

股份，“外甥分舅舅家产是不应该的” （ ２０１９ＳＱＬ） 。 Ｎ 村的情况同该县其他村的情况相似，我们

从该县的一则材料①中可以推断该县很多村在股份合作制改革时都没给这部分外嫁女确认股员

身份。
在股改推进过程中，对有些特殊对象的股改资格界定存在过分倾向村民意见的现

象。 如部分村社对外嫁女、多次离婚对象、因国家取消分配政策的大中专毕业生、违反

计生政策出生的对象、农购户等特殊人员的股改资格界定，只强调村民意见，未严格依

法依规，导致这类特殊人员的股权得不到落实，上访增多。
我们发现此时 Ｎ 村维持着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局面，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会遭到

其他各方的反对。 至于未来 Ｎ 村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方案到底会呈现何种状态，还有待进一步

观察。

六、对身份权利的再讨论

回到本研究所关心的产权问题，作为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身份，它与契约相对应，体现为财

产整合、运用与分配技术。 在现代社会中，身份与契约共同存在、功能互补，并在特定领域可以

相互替代 ［２３］ 。 集体资产产权的界定，首先是对个体身份的界定，集体产权内的竞争首先是身份

的竞争。
Ｎ 村集体产权的演化过程表明，集体成员权实际上是身份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 基于身份

的权利分配并不必然导致内部的平均主义，恰恰相反，身份意味着承认差异。 身份权利的分析

思路解释了既有学者发现却忽视了的问题：集体的内部差异与不平等的形成逻辑。 成员权的解

释路径只能解释集体的对外排他性，但是无法解释集体成员内部为何会有差异。 按照身份权利

的解释逻辑则异常清晰。 因为身份不仅仅有集体内外的差异，而且在集体内部的身份也有差

异。 身份权利不仅可以解释成员权逻辑能够涵盖的现象，还能够涵盖成员权逻辑不能解释的现

象。 因此，本研究认为，身份权利是比成员权更为基础的概念。 我们可以用以下的同心圆来表

达身份权利与成员权利之间的关系。
如图 ５ 所示，在身份的边界上，Ａ、Ｂ、Ｃ 三个群体之间的竞争围绕着身份而展开，由此形成了

差异化的身份利益体系。 Ａ 与 Ｂ 属于同一个群体，共享了某种特定的身份（为了显示差别，Ｂ 以

外用实线分隔） ，群体 Ｂ 与群体 Ｃ 的边界主要是群内与群外的分野。 群体 Ｃ 所竞争的主要是进

入的资格，也就是成员权问题。 因为 Ａ、Ｂ 共享了某种特定的身份，此时 Ａ 与 Ｂ 之间的集体资产

界定的逻辑已经不再是成员权的纠纷，而是某种特定的身份类型所对应的利益份额的纠纷。 从

这里可以看到，成员权纠纷是身份权利纠纷的一种特殊形式。 正如我们在 Ｎ 村的案例中所看到

的那样，外嫁女及其子女的权利就是属于第一种意义上的身份纠纷，也就是外嫁女及其子女是

否是 Ｎ 村经济合作社成员的纠纷；村民的权利则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身份纠纷。 这两种不同

意义的身份纠纷也可能会转化，如案例中所见到的那样，早期土地工争取的是分配资格，也即成

员权；后期他们争取的则是更高价值的身份。 由此，从身份产权角度看成员权问题，“人人有份，
机会均等”的结论尚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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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身份权利与成员权示意图

身份权利竞争是一个“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的过程。 竞争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试图在利

益的基础上引入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规范，以约束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选择，提高自身博弈地位。
村民引入共同体逻辑、土地私有逻辑以及政府责任逻辑等都是为了自身能够参与 Ｎ 村的分配，
外嫁女试图引入“同籍同权”的公民权逻辑也是如此。 社会规范的作用仅仅是提高自身博弈地

位的策略性选择，并非个体彻底内化了这些规范，因此，当有更利于提高自身博弈地位的规则出

现后，新一轮的“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又会重新开始。 之前学者发现的集体产权遭遇反复界

定、事后界定、被追索等现象 ［２４］ 以及土地产权不确定的现象 ［１９］ 也都与之有关联。 我们也发现，
Ｎ 村现有的集体资产分配方案也是各方行动者不断建构的过程，而且这个建构过程还在持续进

行。 因此，身份权利纠纷总是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依身定份的规则决定了身份权利竞争的核

心是对身份的认定，但是由于新的、更有利于行动者的身份规则不断出现，集体产权界定中的身

份纠纷也就不断地上演。 Ｎ 村集体资产分配中身份利益体系不断地调整恰好验证了这一点。
笔者在其他地方调研时发现，在身份固化以后，无法享受集体资产分配的人员越来越多，村集体

又重新回到身份随人口变动而不断调整的情况。 这也正是“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均衡不稳定

的一个表现 ［１４］ 。
总之，本研究利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框架，分析了个体身份权利竞争的特点，以及以身

份为核心的身份利益体系的演化，其目标并非比较以何种方式界定集体产权更优，而是尝试从

身份权利的角度去重新理解集体产权纠纷中的成员权问题。

致谢：本研究的调研材料最初由边望之进行整理。 ２０１３ 年暑假在刘玉照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下，研究团队对 Ｎ 村展开了更深入的调研。 后期，作者负责对 Ｎ 村进行追踪调查并以 Ｎ 村的案例完成了

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 在此对刘玉照教授以及边望之、陈伟、苏亮、易茜、其其格以及罗敏闻等师友表示感

谢。 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刘玉照教授、严俊副教授对本研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１］陈剑波 ．农地制度：所有权问题还是委托－代理问题？ ［ Ｊ］ ．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４１（７） ：８３－９１．
［２］周其仁 ．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重大选择［ Ｊ］ ．经济学（季刊） ，２００４，３（４） ：１９３－２１０．
［３］曹正汉 ．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从博弈论的观点评中国社会学家的产权研究［ 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８，２３

（１） ：２００－２１６．
［４］刘世定 ．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Ｍ］ ．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４３

－１６７．
［５］申静，王汉生 ．集体产权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社会学视角下的产权建构过程［ Ｊ］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５，２０（１） ：１１３－１４８．
［６］折晓叶 ．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 Ｊ］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６（ ３） ：

６６－７８．
［７］折晓叶，陈婴婴 ．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 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４） ：１－４３．
［８］朱冬亮 ．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与重构：关于集体林权纠纷的一个分析框架［ 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１１） ：８５

９８

第 ４ 期 金文龙 　 身份转化、利益竞争与集体资产分配政策演化



－１０３．
［９］郑尚元 ．土地上生存权之解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权利性质分析［ Ｊ］ ．清华法学，２０１２，６（３） ：８０－９５．
［１０］温铁军，刘亚慧，唐溧，等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固化需谨慎———基于 Ｓ 市 １６ 年的案例分析［ Ｊ］ ．国家

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５） ：６４－６８．
［１１］刘玉照，田青 ．“集体”成员身份界定中的多重社会边界［ Ｊ］ ．学海，２０１７（２） ：１１５－１２２．
［１２］詹姆斯·Ｓ． 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Ｍ］ ．邓方，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５１－５３．
［１３］王庆明 ．身份产权———厂办集体企业产权变革过程的一种解释［ 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９，３４（５） ：１６９－１９５．
［１４］刘世定，严俊，刘玉照 ．“利益－规范”双重博弈———一个基础性探讨［ Ｊ］ ．社会学评论，２０２２，１０（２） ：５－２８．
［１５］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Ｍ］ ／ ／ 郭忠华， 刘训练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３．
［１６］李新春 ．单位化企业的经济性质［ Ｊ］ ．经济研究，２００１，３６（７） ：３５－４３．
［１７］刘世定 ．经济社会学［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４２－２４３；３２３．
［１８］张静 ．二元整合秩序：一个财产纠纷案的分析［ 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３） ：１－１９．
［１９］张静 ．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 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１） ：１１３－１２４．
［２０］严俊，林伟挚 ．神圣空间与信仰规范的动态均衡———以雷州“香火屋” 的变迁为例［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１９（１） ：６９－８０．
［２１］金文龙 ．土地产权观念与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改居”过程中集体资产处置办法的考察［ Ｊ］ ．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３０（６） ：１０４－１１１．
［２２］刘玉照，金文龙 ．集体资产分割中的多重逻辑———中国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造与“村改居”实践［ Ｊ］ ．西北师大

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５０（６） ：９－１９．
［２３］马俊驹，童列春 ．私法中身份的再发现［ Ｊ］ ．法学研究，２００８，３０（５） ：７４－８５．
［２４］折晓叶 ．土地产权的动态建构机制———一个“追索权”分析视角［ 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８，３３（３） ：２５－５０．

（责任编辑：刘浩）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ｕａｌ Ｇａ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ＪＩＮ Ｗｅｎｌ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ｗｎ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ｎｏｒｍ
ｇａｍ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ａ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ａｍ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ａ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ａｓ ａ ｄｕａｌ ｇａ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ｇａｍ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ｇａｍ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ｇａ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ａｃｔｏｒｓ ｔｒｙ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ｍｏｒ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ｇａｍ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ｎｏｒｍ ｇａｍ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ｕａｌ ｇａｍ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Ｄｕａｌ Ｇａ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０９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